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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阿揽”与“浮 ”：
吐鲁番粟特胡名中的佛教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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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入华粟特人所受佛教影响，不仅表现在信仰上，也体现于胡名中。

吐鲁番文书中与佛教有关的粟特人名，除 “佛”、“僧”、“尼”等常见胡名外，还

有一些隐晦不明的用字，比如 “阿揽”和 “浮 ”。“阿揽”是佛教色彩极浓的祆神

之名，其词源和阿兰人无涉，却与中亚布哈拉古都 “阿滥谧”及唐代名禽 “阿滥

堆”有关：“阿滥谧”音义与梵文 “阿滥摩”、 “阿兰若”相合；云雀别名 “阿滥

堆”则可与印度鸣禽 “迦兰陀”对证。 “浮 ”是华化佛名， “浮”字义为 “佛”，

“ ”乃附在 “浮”字之后的转 ［音］译符号，意指佛祖的觉悟；就中古拟音而言，

也不排除 “浮 ”就是 “菩提”（ｂｏｄｈｉ）的可能。这些名例既是粟特文化多元性的

重要表征，也是佛教文化间接传播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吐鲁番文书　阿揽　浮 　佛教　祆教

　本文为２０１０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北朝隋唐粟特人华化礼俗研究”（１０ＣＺＳ０１１）的阶段成果之一。

两名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的修改提出宝贵建议，谨致谢忱。

①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

②　陈寅恪：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原载１９４３年７月 《读书通讯》第６９期，后收入 《金明馆丛稿二

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４页。

③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３８—４６页。

一、缘起与背景

章太炎曾言，姓氏之学所包闳远，但自清初以降的数百年间，国内关注此门学问者寥寥无

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华书局出版姚薇元 《北朝胡姓考》，① 系统研究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

的胡姓问题，堪称填补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空白之力作。陈寅恪在是书序中指出：“吾国史乘，不

止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是也。凡入居中国之胡人及汉人之染胡化者，兼有本来之胡名及

雅译之汉名。”② 陈先生不但抛出胡名问题，还就胡名汉化程式提出一个通则。在陈先生启示下，

蔡鸿生对粟特胡名进行深入思考，并写就 《九姓胡礼俗丛考》一文。其中 “胡名”一节，将穆

格山粟特文书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胡名进行比勘，不仅在胡名汉化、宗教羼入、突厥色彩方

面发覆甚多，同时也为后继者开示了研究门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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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粟特人与佛教关系的理解、增进对粟特文化多元特性的认识，笔者从吐鲁番文书入
手，对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的胡名因子进行探究。经考查发现，粟特胡名中糅入的多种外来成
分，其中就有涉关印度佛教者。换句话说，粟特人所受佛教影响也体现于胡名之中，这是本文
论述的重点。但在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粟特人的佛教信仰情况。

中亚河中地区的索格底亚那 （Ｓｏｇｄｉａｎａ），是中古粟特人的故乡。由于该地区位于古代陆上
丝路要津、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分界枢纽，当之无愧地成为中西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新唐书·

康国传》记载：“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
诣拜则退。”① 中亚周边各种文明汇聚于此，与本土风俗、信仰吸排引拒，互渗融合，形成独具
特色的 “粟特文明”。其中就有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② 公元前４世纪至公元４世纪的 《摩诃婆
罗多》就提到窣利 （Ｓūｌｉｋａ，即索格底亚那）： “吐萨拉 （Ｔｕｓāｒａ）、耶槃那 （Ｙａｖａｎａ）和塞种，

与窣利一样，都位于右翼地区。”③ 在 “往世文学” （ｔｈｅ　Ｐｕｒａｎ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中，粟特人也是印
度西北众多民族中的一支。④ 天竺北方正是释迦牟尼世尊出生之地，佛教始兴就在中印度恒河上
游一带。至迟于西汉文景帝时，佛法就已盛行于印度西北。其教继续向中亚传播，自为意中之
事。⑤ 考古材料表明，佛教到达阿姆河的时间，与到达特尔梅兹附近的卡拉忒坡 （Ｋａｒａｔｅｐｅ）一
样，都是在公元１世纪末２世纪初。⑥ 从南北朝到隋唐初期，粟特本土都信奉佛教，《隋书》和
《旧唐书》中都有记载，⑦ 但到公元７世纪，佛教逐渐衰落。⑧ 与此相反，南北朝以降的汉地佛
教却异常兴盛。西汉武帝开辟西域，远谋与乌孙、大宛、大夏诸国之交通，其作用不仅限于政
治方面，佛教东渐更得此一大助力。粟特人虽非最初传法者，却在传译佛典入华过程中居功至
伟。《高僧传》和 《佛祖统纪》就收录了汉晋间往来京洛吴蜀、“高而不名”的１２位康居僧人。

他们的粟特人特征比较明显，如康僧会之父曾因 “商贾移于交阯”，释道仙曾以 “游贾为业”，

康僧渊本人也因 “鼻高眼深”而为人所讥。⑨

位于陆上丝绸之路要道的吐鲁番盆地，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贵霜帝国和吐火罗斯坦佛教的
影响，许多梵文佛经就是经这些地区传入高昌。瑏瑠 麴氏王朝 （４７９—６４０）统治时期，佛教发展很
快，僧徒竟达数千人。尤其是第七、九代国王麴乾固和麴文泰，礼敬佛教尤为虔诚。公元７世
纪初，唐僧玄奘西行求法路经伊吾，麴文泰敕令伊吾王遣送法师至高昌，亲与侍人列烛出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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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２２１下 《康国传》“何国”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７４０页。

唐人尝以 “婆罗门国”指称印度。例见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１，孙毓棠、谢方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２１页。

Ｍａｈāｂｈāｒａｔａ，ＶＩ　７５　２０，ｔｒａｎｓ．Ｒｏｙ，Ｐｏｏｎａ，１８８７，ｐ．２７６．Ｓｅｅ．Ｖａｉｓｓｉèｒｅ．，Ｓｏｇｄ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ｒ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ｒａｎｓ．Ｊａｍｅｓ　Ｗａｒｄ，Ｌｅｉｄ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５，ｐ．７４．
．Ｖａｉｓｓｉèｒｅ．，Ｓｏｇｄ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ｒ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７５．
参见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１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５—３６页。

．Ｖａｉｓｓｉèｒｅ．，Ｓｏｇｄ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ｒ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７７．魏义天认为佛教到达索格底亚那的时间是公元７世
纪，不论从文献还是逻辑上，都是不正确的。
《隋书》卷８３ 《康国传》有 “俗奉佛，为胡书”的记载。（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２４０页）《旧
唐书》卷１８４ 《康国传》云： “有婆罗门为之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 （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年，第３６１３页）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东京：平凡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４１页。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３册，朱杰勤校订，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１５—１３２６
页。参见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Ｂ．Ａ．Ｌｉｔｖｉｎｓｋｙ，Ｚｈａｎ　Ｇｕａｎｇ－ｄａ　ａｎｄ　Ｒ．Ｓｂａｂａｎｉ　Ｓａｍｇｂａｂａｄｉ，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ｖｏｌ．ＩＩＩ，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Ｄ．２５０ｔｏ　７５０，ＵＮＥＳＣ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６，ｐ．３１０．



迎；后听法师宣讲， “王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升法座，王又低跪为隥，令法师蹑上，日日如
此”。① 高昌作为东迁粟特人的重要据点，除往来行贩的兴胡外，当地还有粟特人聚落的遗存。

胡天祠、萨宝以及粟特人集中的崇化乡安乐里就是有力证明。②

笔者统计了 《吐鲁番出土文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粟特胡名，时间从西凉建初
二年 （４０６）③ 一直到唐大历三年 （７６８），④ 前后持续３６２年，大致相当于高昌郡 （３２７—４４２）、

高昌国 （４６０—６４０）和唐西州 （６４０—７９１）三个时期。文献所出地，除人们熟知的阿斯塔那、

哈拉和卓两个墓葬区外，还有洋海、巴达木、木纳尔及交河故城沟西等古墓群。统计结果表明：

吐鲁番文献中列有姓名的居民达１２３９７人，其中粟特人９２８名，仅占总人数的７．５％。总体比例
虽低，却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比如崇化乡，现存残卷记户主４６人，昭武九姓就有２４人，竟占
总人数的５２％，⑤ 比例明显高于平均数值。吐鲁番的聚落不同于伊州、鄯善等原生胡化地区，

也不同于漠北依附突厥的 “胡部”，而与敦煌一样，是胡汉杂居的 “归化型”聚落。⑥ 入华粟特
人的佛教信仰，因敦煌文献的大量发现而得以凸显，但主要集中在吐蕃占领敦煌的８世纪末。

郑炳林指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粟特裔民信仰佛教，在教团中拥有很大势力，还一度控制教团
领导权，⑦ 而并非如池田温所言到吐蕃占据敦煌时，已随敦煌粟特聚落的消亡而逐渐淹没。⑧ 以
上简单勾勒了历史上西域入华粟特人佛教信仰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将对吐鲁番粟特胡名中晦
而不显的佛教因子进行探讨。

二、“阿揽 （榄）”

撇开佛教特征比较明显的曹佛儿、⑨ 史仏住 （仏通佛）、瑏瑠 康佛保、瑏瑡 康僧、瑏瑢 康僧幼、瑏瑣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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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１，第１８、１９、２１页。

池田温认为崇化乡其他里多有汉姓户口，而粟特人主要集中在安乐里。参见池田温：《神龙三年高昌县
崇化乡点籍样について》， 《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记住论集》，东京：汲古书院，

１９８８年，第２４８—２５０、２５７—２５８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１
册，７５ＴＫＭ　８８：１（ａ），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７９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９册，６４ＴＡＭ　３７：２３，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５８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７册，６４ＴＡＭ３５：４７ （ａ），４８ （ａ），４９ （ａ），５０ （ａ），５１ （ａ），５２ （ａ），５３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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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６８—４８５页。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１４—１８页。

郑炳林：《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７９—３９０页；《〈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 〈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郑炳林主编：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４４—４６４页。

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唐研究论文选集》，孙晓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１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２册，７２ＴＡＭ　１５３：３１，３２，３３，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３０—３３２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４册，７２ＴＡＭ　１５１：６５，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９１页。
《吐鲁番文书补遗》４补／３０，转引自李方、王素编：《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第１２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６册，６９ＴＫＭ　３９：９／７（ａ），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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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僧、① 安僧迦、② 康僧相、康僧愿、安僧、③ 曹僧居尼、④ 史尼⑤等胡名不论，吐鲁番文书
中还有一些特征比较隐晦，却富含佛教因子的胡名。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富含佛教因子，

并不意味该名就是佛教名。以 “阿揽”为例，它系祆神名的可能性更大，但却是佛教因子
变异的结果。

吐鲁番出土文书有 “曹阿揽延”、⑥ “康阿揽牛延”、⑦ “曹阿榄盆”诸名。⑧ 对于 “延”、
“盆”之音义，学界已有胜解。粟特文专家里夫什茨指出，后缀－ｙｎ （阿维斯陀经作ｙａｎａ－，

ｙāｎａ－，古波斯语作ｙāｎａ－）和－ｐｒｎ （米地亚语作ｆａｒｎａｈ）的名字，是穆格山文书中最通行的粟特

男名。⑨ 据高本汉所拟汉语中古音，“延”为ｉｎ，“芬”作ｐｉｕｎ。瑏瑠 蔡鸿生进一步对唐朝译例进
行比勘，指出这两个胡名词尾就是汉语文献中的 “延”和 “芬”。在粟特语中， “延”字作 “礼
物”解，兼有 “荣典、庇佑”之义；“芬”字则为 “荣幸、运气”之意。瑏瑡 至于 “阿揽 （榄）”一
词的词义，目前歧义纷出，意见尚未统一。一般认为， “阿揽 （榄）”是粟特人所供奉的胡祆神
“阿览”之异写，其根据在于：

１．唐伊州 （辖境相当于今新疆哈密市及伊吾、巴里坤二县地）有粟特聚落存在；瑏瑢

２．粟特人信祆；

３．粟特人有取神名的习惯。在已往发现的诸多材料中，就有不少 “纳神入名”的例子。阿斯
塔那５１４号墓文书 《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中有 “康婆何畔陁”（ｂｕａγａ　ｂｕａｎ　ｄａ）一名，瑏瑣

粟特文是Ｖａｇｈｉｖａｎｄａｋ，意为 “诸神之仆”。瑏瑤 构词类似的，还有上印度河铭文中的βγｙ－βｎｔｋ “神
仆”，瑏瑥 以及 《称价钱帐》中的 “康莫至”，瑏瑦 其粟特文为 Ｍａｋｈ （简称 Ｍａｃｈ），意为 “月亮”，瑏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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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２００４ＴＹＧＸＭ６：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第３７７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４册，６７ＴＡＭ　７８：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８（ａ），第６８、６９页。
《吐鲁番文书补遗》４补／６，４补／１４，４补／５８，转引自 《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第１２、１２、１８０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４册，６４ＴＡＭ　１５：２５，第５５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６册，６４ＴＡＭ　５：１００（ａ），９４（ａ），１０４／４（ａ），第３４４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３册，６７ＴＡＭ　３１：１４，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３册，７３ＴＡＭ　５１４：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９，第３２０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６册，６５ＴＡＭ　４２：１０６（ａ），第２１８页。

里夫什茨：《穆格山出土粟特法律文书》，第５８页。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３９
页注６８。

高本汉：《汉文典》（修订版）（Ｇｒａｍｍａ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　Ｒｅｃｅｎｓａ），潘悟云、杨剑桥、陈重业、张洪明编译，上
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９７、２０４页。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４０页。参见 Ｗ．Ｂ．Ｈｅｎｎｉｎｇ，Ｓｏｇｄｉｃａ，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４０，ｐ．６．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５１—５３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３册，７３ＴＡＭ　５１４：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９，第３１９页。

．Ｖａｉｓｓｉèｒｅ．，Ｓｏｇｄ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ｒ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１３４；Ｙ．Ｙｏｓｈｉｄ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Ｓｉ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Ｓｏｇ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Ｉｎｄｕｓ　ＩＩ，＂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５７，ｎｏ．２，１９９４，ｐｐ．３９１－２．
Ｈ．Ｈｕｍｂａｃｈ，Ｄｉｅ　ｓｏｇｄｉｓｃｈｅｎ　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ｆｕｎｄｅ　ｖｏｍ　ｏｂｅｒｅｎ　Ｉｎｄｕｓ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ｕｎｄ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ｄｅ　Ａｒ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Ｂｅｉｔｒｇｅ　ｄ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ａｒ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ｓ，２，１９８０，Ｓ．２２４．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３册，７３ＴＡＭ　５１４：２／１１，第３２４页。

．Ｖａｉｓｓｉèｒｅ．，Ｓｏｇｄ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ｒ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１３４．



或 “月神”ｍｘ。① 再就是粟特文古信札中出现过的Ｎａｎēβｎｔｋ，译作 “娜娜女神之仆”。②

４．伊州柔远镇有阿览神庙。英藏敦煌文献 《唐光启元年 （公元８８５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
残卷》提到贞观十四年 （６４０）高昌未破以前伊州柔远镇的神庙：

７２　时罗漫山，县北四十里。桉 （按）西域传，即天山也，绵亘数千里。其上有

７３　汉将窦固破呼衍王刻石纪德之碑。姜行本磨去旧

７４　文，更刻新文，以替唐德。其山高六十里，置坛场祈祷。其州

７５　下立庙，神名阿览。③

该神庙即阿览神在中国受飨的祠庙。既然 “阿揽”和 “阿览”的关系如此密切，只要将
“阿览”的内涵考查清楚， “阿揽”的词源就能探明。通常认为阿览是粟特人供奉的胡祆神之
一。④ 姜伯勤推测它可能是祆教徒所信奉的一种山神，或与阿兰人有关。⑤ 吉田丰更把 “阿榄”

确指为 “和平神”（Ｒāｍａｎ）。⑥ 蔡鸿生认为 “阿揽”和 “阿览”有关。伊州是胡化极深的边州，
“阿览”的粟特语为ｒｍ，意思是 “宁静、和平”，似为胡神；而从渊源上看，它可能又与 “阿滥
堆”（出自羌胡的唐代名禽）和 “阿滥谧”（中亚布哈拉古都）有关。⑦ 笔者不揣谫陋，对以上观
点逐一进行辨析：

（一）“阿兰”非 “阿览”辨
有论者认为，敦煌文书中的 “阿览”神名可能与义为 “祆教徒”的 “阿兰”发音相近，⑧ 言

下之意就是 “阿兰”和 “阿览”有语音方面的渊源关系。由于影响到对 “阿揽”词义的判定，

故必须予以澄清。

其立论依据有三：

１．《通典·边防典》关于 “奄蔡”的记载：“奄蔡，汉时通焉……至后汉改名阿兰聊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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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
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１卷Ｓ．３６７／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第１５８页下。录文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斯○三六七
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１页。

Ｄ．Ｗｅｂｅｒ，Ｚｕｒ　ｓｏｇｄｉｓｃｈ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ｎａｍｅｎｇｅｂｕｎｇ，＂Ｉｎｄｏｇｅｒｍａｎ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ｖｏｌ．７７，ｎｏ．２－３，

１９７２，ｐ．２０２；Ｙ．Ｙｏｓｈｉｄ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Ｓｉ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Ｓｏｇ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Ｉｎｄｕｓ　ＩＩ，＂ＢＳＯＡＳ，ｐ．３９２．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４１页；荣新江：《中古
中国与外来文明》，第５３页。

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上编 《新疆塞人祆神祭器与早期祆教艺术》，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
年，第２３页。

日本学者吉田丰将吐鲁番文书中的康阿揽牛延 （Ｒāｍａｎ－ｙāｎ）释为 “和平神之爱”，但未作阐述，笔者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发挥自己的观点。该词释义见吉田丰：《汉字拼写的粟特人名、重构的粟特文发
音及其原意》，转引自韩森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ａｎｓｅｎ）：《丝绸之路贸易对吐鲁番地方社会的影响：公元５００—

８００年》，王锦萍译，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
索》，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２７页。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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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时曰粟特国，一名温那沙。”①

２．《魏书·粟特传》有关 “粟特国”的记载：“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

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

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

后无使朝献。”②

３．公元４世纪阿米安纳斯·马尔塞里纳 （Ａｍｍｅｉａｎｕｓ　Ｍ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ｕｓ）对 “阿兰人”所作描

述：“在斯基泰沙漠中的一片辽阔地区，从某座山上获得 ‘阿兰’一名，他们战胜的许多民族都

逐渐采纳了同一名称。”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 （Ａｌｙ　Ｍａｚａｈéｒｉ）据此认为，“阿兰人”并非指

某个种族，而是具有广泛宗教意义之 “祆教徒”的同义词。③

上述三条材料把阿兰人、粟特、祆教紧密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伊州 “阿览”神祆教属性的

学界共识，从而得出 “阿兰”与 “阿览”相同的结论。但从夏德 （Ｆ．Ｈｉｒｔｈ）、④ 张星烺、⑤ 白鸟

库吉、⑥ 内田吟风、⑦ 江上波夫、⑧ 榎一雄、⑨ 余太山诸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瑏瑠 上引材料的真

实性值得怀疑。奄蔡本是古代咸海和里海之间的一块游牧地区，并非指中亚的索格底亚那。东

汉时期，它为阿兰人 （Ａｌａｎ、Ａｓ）所占，改名阿兰聊，隶属康居。后被东来的匈奴人击败，大

部分从咸海地区和伏尔加河下游逃至北高加索。公元３７５年，阿兰分遣队和其他游牧部族一样，

被纳入匈奴人进攻欧洲的游牧联盟。瑏瑡 《魏书·西域传》认为粟特国是 “古之奄蔡”，实误。致误

之由，当是董琬、高明西使期间，同时听闻粟特和奄蔡 （即阿兰人）被匈奴所灭的消息，遂认

定粟特就是奄蔡，并写入报告，后被采入 《西域传》。实则灭粟特的是嚈哒人而非匈奴人，只是

嚈哒人也自称匈奴而已。嚈哒人自称匈奴的情况在考古材料中能找到依据。中巴友谊公路旁的

上印度河谷、吉尔吉特下游地区，发掘出一系列岩刻题铭，其中以粟特岩刻最多。它主要集中

在夏提欧村 （Ｓｈａｔｉａｌ）。在这些题刻中，除那你槃陀之外，最常见的姓名是ｘωｎ （匈奴），比如拔

槎迦 （Ｖａｒｚａｋｋ）之子ｘωｎ，或那你槃陀之子ｘωｎ。它所反映的正是匈奴 （即嚈哒）入侵索格底

亚那时期的历史。瑏瑢

“阿兰”非 “粟特”的事实既已判明，那还剩下关涉祆教的第三条材料。实际上，阿米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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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卷１９３ 《边防九》，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５２５８页。
《魏书》卷１０２ 《粟特》，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５３６页。

参见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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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马尔塞里纳斯并未提及阿兰人与祆教徒之间有何联系。阿里·玛扎海里由 “他们 （阿兰人）

战胜的许多民族都逐渐采纳了同一名称”一句，认为它描述的是祆教皈依的情况，正如基督教
播衍地之人民自称基督徒一样，似有臆测之嫌。据上引 《通典》材料，东汉时期奄蔡已改名阿
兰聊，按照余太山的说法，这是奄蔡被阿兰人征服的结果，符合游牧部族兴衰叠替的一般规律
（上述嚈哒自称匈奴即为显例）。① 至于阿兰人与祆教之关系，仅从阿兰人承袭塞人祆教动物风格
的艺术形式②以及阿兰人与粟特人宗教历法相同 （未见举证）两点立论，③ 似乎还显单薄。从宗
教仪式上看，４世纪的阿兰人，以树枝来供占卜之用，并将一柄剑插入地中，代表战神而加以礼
拜。④ 所体现的更像是草原游牧民族的拜神风格。段成式 《酉阳杂俎》所记突厥崇祆的例子：
“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
之。”⑤ 为适应游牧生活的流动性，突厥人一改祆庙祠祭的形式，或将祆神刻形于毡上，盛于袋
中；或系之竿上，终年祭祀。⑥ 同理，阿兰人如果真信祆教，是否也如突厥人一般转换祠祭形
式，驰骋草原呢？果尔，阿兰人就更难与远在伊州的阿览神庙联系在一起了。

（二）“阿滥谧”的佛教渊源
《新唐书·康国传》记载：“安者……西濒乌浒河，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⑦ 阿

滥谧即中亚安国 （布哈拉）的古都，又译作 “拉米坦”（Ｒａｍｉｔａｎ）或 “拉米坦那”（Ｒāｍīｔｈａｎａ），

它本是布哈拉附近的一个村庄，相传为神话人物阿弗拉西阿卜所建，曾被视作 “老布哈拉”。布
哈拉建立后，当地统治者还经常到阿滥谧过冬。⑧ 这些信息说明阿滥谧文化底蕴较深，且气候
和暖，适宜修养，才倍受统治者青睐。与 “阿滥谧”字形相近的还有 “阿滥密”。 《隋书·

西域传》记载穆国 “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种类也，字阿滥密”。⑨ 这或许是地名吉祥，引入人
名的缘故。

阿拉伯作家纳尔沙希 （Ｎａｒｓｈａｋｈī）于１０世纪成书的 《布哈拉史》，记载了一个与阿滥谧有
关的传说：一位祆主之女头痛难当，于此地静养，顽疾终愈，故将此地命名为 “静养地”。传说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料，不可全信，但又不可不信，因为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了解当地民
风习俗极具参考价值。瑏瑠 祆主之女的传说带有浓郁的祆教背景。慧超的 《往五天竺国传》，就反
映了８世纪初葱岭以西地区宗教信仰的情况： “又从大寔 （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

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虽各有王，并属大寔所管……又此六国惣 （总）事火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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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仏 （佛）法。”① “静养地”一词，恰与 “阿览”的词根āｒāｍ “宁静、清幽”义同，② 而在
印度佛教文献中，也能找到音义相近的梵文词汇。中古时期，粟特地区通行的是粟特语，而粟
特文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与梵语关系极为密切。从梵文译名入手，或许能寻
到一些线索。笔者在佛教典籍中，就发现 “阿滥摩”的译例。 《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国》记载：
“故城东南有屈居勿反。屈咤阿滥摩唐言鸡园。僧伽蓝，无忧王之所建焉。”③ 阿滥摩又译作阿罗摩，

梵语为āｒāｍａ，意指园，然历来皆译作院，唐代对官舍寺宇皆用此称。④ 印度著名的 “屈屈咤阿
滥摩僧伽蓝”，其梵文和巴利文为Ｋｕｋｋｕｔ·āｒāｍａ，意即鸡园，对译有鸡林精舍、鸡雀寺、鸡头摩

寺等。⑤ 上述祆主之女的静养之地，应该就是类似阿摩罗的一座修身静养的园舍。

更接近阿滥 “静养”根义的，尚有 “阿兰若”一词，梵文写作ａｒａｎｙａ、巴利文为ａｒａａ，

译例还有阿练茹、阿兰那，略称兰若、练若。译为山林、荒野。指适合出家人修行、居住的僻
静场所。又译作远离处、寂静处、无诤处。⑥ 杜甫 《谒真谛寺禅师》一诗有云 “兰若山高处，烟
霞障几重”。⑦ 明人王世贞亦有 “阿兰地寂寂，篮笋天茫茫”的五言诗句。⑧ 从 “阿滥摩”与
“阿兰若”的音义来看，区别甚明，前者特指专门的佛家僧院、讲学经舍；后者则为 “山高”、
“地寂”等幽远僻静之所，本来泾渭有别，但在使用过程中，二者的限界被模糊了。清人郝懿行
的 《证俗文》有言：“梵言阿兰若音惹，汉言精舍也，译曰无诤也，或曰空静处也。”⑨ 已然将
“阿滥摩”和 “阿兰若”混为一谈。当然，ａｒａｎｙａ一词在印度古文献中有广泛使用，佛经只是其
中很小一部分，且不是最先使用该词者。又当时在今之新疆 （包括吐鲁番）生活并使用该语言
的伊朗—亚利安种族并非全奉佛教，究属何种语汇，尚需进一步勾稽语言学方面的资料，笔者
仅将猜想姑置于此，聊备采择。

总之，“阿滥谧”的词源极有可能出自 “阿滥摩”或 “阿兰若”。词汇渊源的交合，表明
“阿滥谧”曾受佛教梵语、至少是印度文化的影响。

（三）“阿滥堆”与 “迦兰陀”

蔡鸿生曾撰文对唐代名禽 “阿滥堆”进行细致探讨，并推断它或与中亚安国 （布哈拉）故都
“阿滥谧”有关。瑏瑠 笔者以为，“阿滥堆”与 “阿滥谧”无关，而极有可能是佛典中的一种鸣禽。

王世贞认为：“昔昔盐、阿鹊盐、阿滥堆、突厥盐、疏勒盐、阿那朋之类，调名之所由起
也。其名不类中国者，歌曲变态，起自羌胡故耳。”瑏瑡 元美虽未给出论证，但阿滥堆 “起自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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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必有所据，决非向壁拟构，古汉文中有 “叱拨”、① “叵罗”等西域外来词即可为证。② 饶
宗颐更在 《穆护歌考》一文中指出：“隋、唐、宋歌词之曲调，有取自外国异教者，穆护歌其一
也。唐崔令钦 《教坊记》曲名表已有穆护子。郭茂倩 《乐府诗集》八十近代曲辞内，有穆护砂
……”③ 饶先生把三朝曲调与外邦异教连在一起，将汉地异名曲调与异域的关系更推进一层，虽
未提及 “阿滥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值得试探的思路，即从外来宗教中寻其根源。

笔者在南宋平江 （今苏州）景德寺僧法云所编佛教辞书 《翻译名义集》中，检出飞禽 “迦
兰陀”一词，梵文作ｋａｌａｎｄａｋａ，④ 其词根ａｌａｎｄａ恰可与 “阿滥堆”对榫。⑤ 《翻译名义集》又
载：“此云好声鸟，形如鹊，群栖竹林。”⑥ 显然，迦兰陀鸟有声音好、形如鹊、群居林的特点。

证之唐代尉迟偓的 《中朝故事》：“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⑦ 可见其居山之性。另据 《康熙几
暇格物编》所作 “阿滥”条集释及同书卷下之 “鸟舌”条所载：“（阿滥）善鸣……此鸟有二种：

一种凤头者，高诱 《吕览》注所谓鴳，一名冠雀是也；一种无凤头者，《汇雅》所谓阿兰，似百
舌而无毛角是也……与咮齐者其声圆转流丽，鸣亦能久，如黄鹂、百舌、画眉、阿 之属是
也。”⑧ 又可得其身形，闻其音声。从声、形、性三个特征来看，阿滥堆皆能与印度鸣禽迦兰陀
鸟对证。

根据现代鸟类分类学，“阿滥堆”当为百灵科 （Ａｌａｕｄｉｄａｅ）云雀属 （Ａｌａｕｄａ）鸣禽。从对音
上看，阿滥堆／迦兰陀 （＊ａｌａｎｄａ＊）应为云雀属的属名音译。⑨ 就外形而言，百灵鸟有百灵属
（Ｍｅｌａｎｏｃｏｒｙｐｈａ）、凤头百灵属 （Ｇａｌｅｒｉｄａ）和角百灵属 （Ｅｒｅｍｏｐｈｉｌａ）之分。瑏瑠 《清宫鸟谱》有
“凤头阿兰”的呼法，瑏瑡 此 “阿兰”当为百灵之总称。据前引材料，阿滥堆 “无凤头”（头顶无毛
冠）、“似百舌而无毛角”（百舌即乌鸫，二者皆以善鸣著称，且头上皆无角状硬毛），可知它并
非凤头百灵或角百灵。云雀则属广义上的百灵，别名阿兰、鴳或鴳滥堆，俗称 “天鹨”、 “叫天
子”。《尔雅》郭璞注： “鹨，天鸙。大如鷃雀，色鹑，好高飞作声，今江东名之曰天鹨。音绸
缪。”瑏瑢 王圻 《三才图会·鸟类》“告天子”条云：“告天，褐色，似鹑而小。海上丛草中多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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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下编 《唐代汗血马 “叱拨”考》，第２２５—２３０页。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上编 《得悉神和金破罗》，第１１—１４页。

饶宗颐：《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首刊于 《大公
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下卷，香港：香港 《大公报》，１９７８年，第７３３页。

星云大师监修，慈怡法师主编：《佛光大辞典》第５册，第４８４４页上。

或以为前面提到的 “阿览”、“阿滥谧”、“阿滥密”和 “阿滥摩”诸名中，“滥”字音尾都习惯性地带有

－ｍ，“堆”与－ｄａ［ｋ］－等同似有未安。实则吐鲁番文书中 “（阿）揽”的中古音 ［ｌａｍ］与 “滥”相同
（高本汉：《汉文典》，第２６４页）。该胡名后续词接法多样，如 “牛”“延”“盆”等，同样能与ｍ－对接，

更何况还存在ｍ→ｎ音变的情形，因此 “堆”与－ｄａ［ｋ］－等同是可以成立的。

法云编：《翻译名义集·畜生篇第二十五》卷６ “迦兰陀”条，第１０７页上，河北禅学研究所编：《佛学
三书》，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５年。

计有功：《唐诗纪事校笺》，王仲镛校笺，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４２４页注 ［四五］。

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几暇格物编评注》卷下 “阿滥”条、“鸟舌”条，李迪译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分类学教授李海云女士为笔者提供了云雀属的属名音译，在此由衷表示感谢。

卢济珍编绘：《鸟谱·鸣禽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７１页。

周镇：《鸟与史料》，《鸟类历史———百灵 （云雀）》，台北：“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１９９０年。参见
“鸟网”ｈｔｔｐ：／／ｎｉａｏｌｅｉ．ｏｒｇ．ｃｎ／ｐｏｓｔｓ／７５６３，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４日。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１０，《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３０７页。



黎明时遇天晴霁则且飞且鸣，直上云端，其声连绵不已，一云叫天子。”① 材料中透露了两个信

息，一是外形 “似鹑”。据 《太平广记·酒肆》条 “阿滥 头”“非鹑头”的记载，② 知其与鹑有

别。二是声音 “绸缪”。所谓 “绸缪”者，缠绵深奥也。③ 蔡鸿生据 《唐会要》“诸乐”条载天宝

十三载 （７５４）七月十日将黄钟调之 《阿滥堆》改为 《濮阳女》一事，指出岑参 《醉后戏与赵歌

儿》诗里 “座中醉客”闻 《濮阳女》而泪如雨下之原因，乃是由于歌调悲苦所致。④ 然 《濮阳

女》曲源多般， 《阿滥堆》只是其中之一，二曲格调也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 《阿滥堆》

曲调风格必不离 “绸缪”二字。⑤ 至于阿滥堆中 “堆”字的含义，笔者认为仍与佛教有关。佛典

中有 “堆惕鬼”，而 “堆”字又作 “ ”。⑥ 本指外魔 （外界所加诸之障碍，与内魔相对）三种化

身之一，用在鸣禽阿滥堆身上，或许就有梵音破障之意。

三、“浮 ”

吐鲁番文书中还有另一组胡名：安浮 台、⑦ 安浮 盆、康浮 延、⑧ 史浮 潘。⑨ 吉田丰

把 “浮 ”比定为Ｂｕｔｉ“佛”。瑏瑠 据高本汉的中古拟音， “浮”当作 “ｂｉｕ”；瑏瑡 至于 “ ”字，

各类辞典均查无此字。鉴于敦煌变文 《目连缘起》中 “苟” “狗”相通的例子，瑏瑢 可推知 “ ”

“知”二字音义略近。果尔，其音当作 “ｔｉｅ”。瑏瑣 但就词义而言，单一个 “佛”字是无法解释该名

的。因此，笔者提出以下两种观点以资讨论。

（一）“浮”和 “ ”是分开的，前者义为 “佛”，后者指佛的觉悟

敦煌文书中的名例 “伏帝”，因与 “浮 ”同为胡名，相似处颇多，且彼此系连，可相互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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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上 “鸟兽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１９０页上。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２５３ “酒肆”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１９６８页。
《诗·豳风》云：“绸缪牗户。”《庄子·则阳》：“圣人达绸缪，周尽一体矣。”陆德明 《经典释文》云：
“绸缪犹缠绵也，又深奥也。”（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９４—３９５页）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２２２页。

按王溥 《唐会要》卷３３ 《诸乐》条原作：“黄钟羽，时号黄钟调。《火凤》、《急火凤》、《春杨柳》、《飞
仙》、《大仙都》、《天统》、《思归达菩提儿》改为 《洞灵章》。《明凤乐》、《真明凤》、《阿滥堆》、《百舌
鸟》改为 《濮阳女》。”（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第６１７页）

参见星云大师监修，慈怡法师主编：《佛光大辞典》第２册，第１８７９页中。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７册，６４ＴＡＭ　３５：４７（ａ），４８（ａ），４９（ａ），５０（ａ），５１（ａ），５２（ａ），５３（ａ），第

４６９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８册，６７ＴＡＭ　８３：１１、６７ＴＡＭ　８３：１０，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３—

２４、２５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６册，６６ＴＡＭ　６１：２９（ｂ），第４９４页。

吉田丰：《汉字拼写的粟特人名、重构的粟特文发音及其原意》，转引自韩森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ａｎｓｅｎ）：《丝绸
之路贸易对吐鲁番地方社会的影响：公元５００—８００年》，王锦萍译，《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１２９页。

高本汉：《汉文典》，第５４３页。

潘重规编著：《敦煌变文集新书》卷四 《目连缘起》，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７７页。该文讲
述了目连之母青提夫人因在生之日，杀害生灵，欺凌三宝，死后遭报坠入阿鼻地狱，目连一心救母，

以孝行礼佛之心感动佛祖，得赐神通救母离阿鼻的故事。但青提夫人 “盖缘恶增深，未得生于人道，

托阴 （荫）王城内，化为女苟之身，终朝只向街衢，每日常喰不净”。其颂文又云：“……慈母当时离
地狱，又向王舍作狗身，终日食他人不净，罪深由 （犹）未得人身。”

高本汉：《汉文典》，第３８３页。



发，故不繁惮引如下。 《敦煌差科簿》中有康伏帝番、 （康、何）伏帝忿和 （曹、安、罗、安）

伏帝延等胡名。① 有论者认为， “伏帝” （ｐｗｔ）乃由 “佛陀”借入粟特语而成，故 “伏帝延”

（ｐｗｔｙｎ）可释作 “佛赐”或 “佛佑”；“伏帝忿 （番）”（ｐｗｔｙｐｎｎ）则含有 “托庇于佛”的意思，

都带有佛教信仰的色彩。② 结论固然无错，但将 “伏帝”视作 “佛陀”的借语，则有未周。“伏

帝”并非 “佛陀”的异译，而是 “伏＋帝”的组合词。“伏”指 “佛”，“帝”附着其后，依汉地

呼法，以宣示佛祖地位的尊崇。早在１９４７年，季羡林就在 《浮屠与佛》一文中指出：古佛典翻

译中的 “佛”字，不是直接从梵文Ｂｕｄｄｈａ，而是间接通过吐火罗文Ａ （焉耆文）ｐｔ和Ｂ （龟兹

文）的ｐｕｄ、ｐūｄ翻译过来的。③ 季先生又指出，“佛”的梵语原文是Ｂｕｄｄｈａ，在焉耆文 （吐火

罗文Ａ）里变成Ｐｔāｋｔ。其中Ｐｔā是梵文Ｂｕｄｄｈａ的变形；ｋｔ则是 “神”的意思，古人译作
“天”，相当于梵文的 “提婆” （ｄｅｖａ）。④ 在 《妙法莲华经》中，就有把佛称作 “圣主天中王”

（ｄｅｖāｔｉｄｅｖａ）的译例；⑤ 而到了回鹘文里，ｄｅｖāｔｉｄｅｖａ就变作ｔηｒｉ　ｔηｒｉｓｉ　ｂｕｒｘａｎ，⑥ 义为 “天可

汗佛”。⑦ 其中的ｔηｒｉ或ｔηｒｉ，即汉代匈奴语中的 “天”———撑犂，元代蒙古语中的 “腾格里”

或 “滕急里”以及土耳其诸族突厥语中的 “登凝梨”。⑧ 该词词根ｔｅη本义 “上升”、“飞翔”，转

义为 “献牲”、“崇敬”等，从而赋予 “天”以神灵意味。⑨ 而 “佛”在东传过程中，会随不同地

域特征发生改变，在 “佛”字前后会附上本地如 “天”、“王”、“可汗”等天神名号。同理，敦

煌粟特人将汉地体现天意的 “帝”字加在 “佛”字之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先秦 《诗经·鄘

风》中就有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的记载。瑏瑠 岑仲勉认为 “胡天”、“胡帝”系指北魏 “胡

天神”，而与中古祆教有关。瑏瑡 但据郑玄笺注：“胡，何也。帝，五帝也。”“帝”字为汉地特有之

表达，非有一定汉文化素养者，决不会取这样的名字。

此义既明，再回到前述吐鲁番文书中的 “浮 ”。笔者认为，虽然它和敦煌文书中 “伏帝”

构词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有转译汉化的因素存在。“浮”、“伏”义皆为 “佛”；“ ”（知）字则为

附着在 “浮”字之后的转 ［音］译符号，意指佛祖的觉悟。 “《说文》：词也。从口，从矢。徐

曰：知理之速，如矢之疾也。又 《玉篇》：识也，觉也。”瑏瑢 所谓知者，识理疾速，可比顿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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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唐研究论文选集》，第１８页。

Ｄ．Ｗｅｂｅｒ，Ｚｕｒ　Ｓｏｇｄｉｓｃｈ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ｎａｍｅｎｇｅｂｕｎｇ，＂ｐｐ．１９９－２０１．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
化》，第４１页。

④　季羡林：《浮屠与佛》（附英文），《季羡林文集》第７卷 《佛教》，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第４、７页。
《妙法莲华经》卷３ 《化城喻品第七》，《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１５册，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５３９页中。

Ａ．Ｖｏｎ　Ｇａｂａｉ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Ｔüｒｋｅ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ｅｌｌｅｒ，１９５４，Ｏｔｔｏ　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

Ｌｅｉｐｚｉｇ，Ｓ．１７１．转引自季羡林：《再谈 “浮屠”与 “佛”》，《季羡林文集》第７卷，第３４６页。

Ｏｐｅｒａ　Ｍｉｎｏｒ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１０４．转引自 《季羡林文集》第７卷，第３４７页。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２８，《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５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２９页下。

塔他林采夫：《论突厥天名的起源及其与登里的勘同》、克利亚什托尔内： 《古突厥碑铭的神话题材》，

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１３６页注２４。
《毛诗正义·鄘风》卷３ 《君子偕老》，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３１４
页上。

岑仲勉：《隋唐史》第３４节 《西方宗教之输入》，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９９页。

陈廷敬、张玉书等编纂：《康熙字典》 “矢部”，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７８３页。



觉。而佛祖恰是 “知”的最高化身。
（二）不排除 “浮 ”就是 “菩提”（ｂｏｄｈｉ）的可能
或问：“浮”字的音节首字母为 “ｂ”，而 “菩”为 “ｐ”，二者差别甚大，以之比附，是否违

背音韵学规律？实则不然。英国梵语—伊朗语大家贝利 （Ｈ．Ｗ．Ｂａｉｌｅｙ）曾指出，粟特文有浊
音清化的现象，但凡含有ｂ　ｄ　ｇ等浊辅音的外来词，都要写作ｐ　ｔ　ｋ。因此，ｐｗｔｙ （佛）这个拼法
实际上就等于Ｂｕｔ－。① “菩提”一词同样适用于这条规律，故可将ｂｏｄｈｉ变为ｐｏｔｈｉ；就词义而
言，“菩提”在佛教中本指 “觉悟者的觉悟”，与 “佛”的字根相同。② 意译为觉、智、知、道。

广义而言，乃断绝世间烦恼而成就涅槃之智慧。③ 日本学者荻原云来认为 “菩提”是 “完全的开
悟”，④ 而唯有佛祖是完全开悟者。

由上可知，“浮 ”与 “伏帝”二名同为佛教因子渗入的产物。相形之下，“伏帝”的汉译雅
化较深，而 “浮 ”所保留的胡名色彩更浓。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证明，敦煌的华化程度要高于吐
鲁番。事实上，敦煌的很多胡风都融入汉俗，比如粟特人信奉的祆教，其祆神就被纳入中国传
统的民间神祇之中，成为与 “土地神、风伯神、雨师神”并列的 “四所杂神”之一 （Ｐ．２００５），

祈福护佑敦煌百姓；此外，祆神还替代了呼风唤雨的昊天上帝，成为雩祭祈雨的天神。祆神祈
赛已然汉化，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⑤ ８世纪后半期 《安城祆咏》中 “更看雩祭处，朝夕酒
如绳”的诗句，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⑥ 佛经的翻译也一样，敦煌千佛洞和吐鲁番出土的粟
特语佛典，几乎都是汉文佛典的重译、转译，《维摩诘所说经》、《善恶因缘经》、《非难饮酒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和 《大般涅槃经》等，都具有汉文佛典用语和语法上
的各种特征。由此可知，两地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均是由中国系统所支配的。⑦

吐鲁番除部分汉化之外，还保留了更多的胡梵礼俗。吐鲁番文书中有高昌寺庙有肉或出银
钱买肉的记载，而佛教和摩尼教是不行血祀或牲祭的，但从 《朝野佥载》和 《宋会要辑稿·礼》
“祈雨”条来看，在粟特祆祠求福祈雨过程中，又必须烹猪杀羊。⑧ 可见是受到了当地风俗的影
响。《魏书·高昌传》就记载了高昌 “俗事天神，兼信佛法”。⑨ 将吐鲁番安乐城废塔出土的 《金
光明最胜王经》卷二题记 “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瑏瑠 吐峪沟出土文献中的 “丁谷天”“大坞阿
摩”，瑏瑡 与吐鲁番６９ＴＡＭ１３５号粟特文书中的 “βγｗ－ （天神）”，瑏瑢 以及穆格山文书Ｎｏｖ．４号婚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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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国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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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Ｒ　１０—１２行的 “天神”（Ｂａｇａ）对证、比较后会发现，① 高昌供奉的 “天神”，虽然也包括婆
罗门教的提婆、佛教的诸天以及祆教和道教中的某些天神形象，但基本还是以祆神为主。② 在粟
特佛教徒看来，祆神与印度教神是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因此二教的神谱才能彼此对应。伯希和
曾说： “考祆教大神，名Ｚｅｒｖａｎ，经康居、突厥、蒙古等地之移植，一变而为佛教梵天大神
（Ｂｒａｈｍａ　ｂｏｕｄｈｉｑｕｅ），而中国之火祆神，又变而为摩诃湿扶 （Ｍａｈａｓａｔｔｖａ）。”③ Ｍ．Ｊ．德列斯
登④和高梯奥 （Ｒ．Ｇａｕｔｈｉｏｔ）也提出了类似看法。⑤

总之，吐鲁番文书中的粟特胡名，除了带 “佛、僧、尼”等佛教特征较明显的字之外，还
有一些融祆、佛、汉诸文化于一体的胡名。这些佛教因子融入粟特胡名的过程，既艰曲、又复
杂，绝非直接传入这么简单。它最早由梵语借入粟特语，复融入粟特本土的祆教神名，经东迁
粟特人的移植进入中国，最后再受汉地华化的影响，终成其杂糅浑一的名例特色。就印度文化
传播角度而言，佛教因子通过这种 “辗转间接”的方式流入中国，⑥ 也以粟特胡名的形式呈现出
来，显然已染上中亚文化色彩。由此可知，文化的互动和交融，除通过习见之宗教、艺术表现
出来以外，还充斥于礼俗的方方面面，本文所论粟特胡名，只是一个启端，对于粟特文化融入
其他外来因子的现象，还有待学者们的深入挖掘。

〔作者王睿，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责任编辑：宋　超　晁天义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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